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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

——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杨增岽  范嘉祥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

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

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

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

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

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 , 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

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

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

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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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

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研究“两

个结合”的前提性原则。“两个结合”的理论意旨

首先在于不断捍卫并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

机和旺盛活力”(1)，“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

合，“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

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因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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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二个结合”，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前提性思

考，在学理上厘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的缘由：从理论本土化的文化需要层面探讨“结

合”的必要性，从马克思主义满足本土文化需要的

理论特质角度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同时，也从

另一个层面回答了“结合”何以可能的问题。唯有

如此，才能在正确逻辑轨道上探讨作为前提的“彼

此契合”(1) 为何能够发展成为“有机结合”，并进一

步研究“结合什么”和“如何结合”等问题，或就

“高度契合”论断进行具体观念及主张的比较分析。

关于何以可能的理论问题，回归马克思主义传入中

国的历史基源，可以对其进行学理性说明。五四时

期，中国文化问题大讨论达到高潮，广大知识分子

试图对纷繁复杂的外来文化进行消化、整合和重

构，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价值观念表达交融运用。这

使近代传入中国的理论学说，在五四时期共存于有

诸多“共同观念”的并生系统中。“天下为公”和

“大同”出自《礼记》，是中华文化中具有长远价值

的内核要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中国人民明示的价值追求和社

会理想，构成“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

念”。“大同”观念与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

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都曾短暂地发挥过作用，

被上述来自西方的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运用，甚至在

不同维度和取向上被试图赋予中国特色。但只有马

克思主义被历史和人民选择，在中国扎根发芽。为

何众多来自西方的学说理论要与“大同”观念发生

不同程度的“化合作用”，其体现了理论本土化怎

样的文化诉求？为何只有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本土

化并不断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何能够坚持“第二个结

合”？分析这一系列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第

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和理论内涵。

一、历史现场：五四前后中国传统“大同”
观念在外来学说思潮中的出场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

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 
 6月3日。

(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50页。

(3)④⑥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31、31页。

⑤⑦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311页。

文化传统，并对这一传统进行总体性的理性批判 (2)。

新文化运动以前无古人的狂飙巨澜，冲开了思想文

化的闸门。阶级制度、伦理纲常、文字文学乃至生

活风俗，均受到价值重估。与传统观念“破”相伴

的是各种西方学说传入中国，迅速社会化、广义

化，融汇积流成为社会风气和新思潮。在观念形态

破与立的历史进程中，新文化固然凯歌行进，但旧

文化并未彻底销声匿迹，甚至在激进的文化舞台上

为新思潮屡次登场。其中，“大同”观念最具代表

性。“天下为公”与“大同”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状

态，却在革命激进时代和追求民主科学之路上呈现

新的一幕。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新

村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旨在“改造自己周围的

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的同时，召唤“大

同”这一传统观念以表达革命精神，试图解决时代

问题。

（一）五四前后社会思潮对中国传统“大同”

观念的召唤

世界主义在五四前夕回归思想界，是中国知识

分子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实冲击后，对民族主义

的排斥与“反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游

历欧洲，看到中国人曾效法的对象，竟“家家户户

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头来”(3)，认为各国战后耗

费元气，世界大同为期尚早，但“大同”是理想的

目标 ④。梁启超认为，破坏性极大的世界大战是欧

洲国家主义一贯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的全盛。

而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

最高团体”，坚决反对政治仅服务于部分区域或人

的利益，因此是世界主义的 ⑤。受天下观念影响，

中国在与国家主义正盛的西方相遇时，恰如逆潮而

动，遭遇重大失败，但未来会对“世界人类全体

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⑥。陈嘉异悉数“罗马人”和

“德意志人”缺乏世界精神的表现，将武力帝国和

军国主义文化归咎于西方文化，并自豪于中国自古

不讲国家一域，具有世界精神 ⑦。知识分子将“天

下为公”的“大同”衍生为“世界大同”，旨在消

解现实政治蕴含的民族主义，用以抬高中华文化精

神的价值。

无政府主义经常比附套用“大同”描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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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理想，为其在中

国的流行提供了认同基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其

学说主张与中国古代的“大同”不谋而合，进而重

提“大同”，把孔子打造成“主放任而不主干涉”

的先师，得出“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

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先”(1) 的结论。“中

国数千年来已有之”的传统理想被生硬地纳入近代

无政府主义学说，意在让后者具有文化传播和社会

化的合法性。朱谦之将理想政治称为“大同世界”，

主张用“自然法则”和“人格条件”代替“利名

法术”以及强权政治，使全社会“因才定分循分

服职”，这种政治模式是《礼记》描绘的景象 (2)。由

此可见，“大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式”(3) 话

语表达，既否定了西方现实强权政治，又确证了中

国政治理念的超越性。既然理想政治古已有之，那

么，无须激烈和破坏的手段，只需唤醒传统，用道

德的方式追求“大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革命方

式“未免有一番扰乱，似乎不妥”④，表达了对传统

价值与社会的眷恋和维护。

合作主义和新村主义对五四时期为中国寻求

出路的知识分子而言，曾是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

义 ⑤，其中，不乏通过“大同”表达学说理想的例

子。1920 年，“大同合作社”在湖南成立，合作社

宣言激烈抨击了“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和“居间牟

利的商人”⑥，呼吁从经济上改造旧社会。10 余名社

员搬到乡下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读书，坚信

可以尽一部分改造的力量 ⑦。合作主义者看到资本

的罪恶以及劳工的惨状，但其选择少数人温和非暴

力的组织手段，提倡以国际联合和大规模互助的

方式实现“大同”(8)。新村主义主张非暴力手段实现

“大同”。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周作人较早

地系统介绍了新村主义，提出要把新村逐渐推广，

“造成大同社会”(9)，才能视运动彻底完成。

(1)(3) 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523页。

(2)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页。

④⑥⑦(8) 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96、96、100、46页。

⑤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73页。

(9)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主编：《新青年》（第6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⑩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5页。

⑪⑫⑬  《孙中山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832、875页。

⑭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主编：《新青年》（第8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

⑮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⑯  《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9页。

五四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都有形无形地与社会

主义发生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大同”一语频频

出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社会主义

在国计民生方面是现代最具价值的学说，这种学说

和精神却不是外来的，“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

‘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

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⑩。相较仅用“大同”说明中

华传统文化有社会主义印记而不作创新性阐释的附

会而言，孙中山先生赋予社会主义“天下为公”和

“世界大同”的新内涵。他认为，“夫苏维埃主义

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⑪，“民生主义就是社会

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⑫。“人民对

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

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⑬

“大同”在吸引先进知识分子选择社会主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独秀用《礼记》中关于大同

社会的描述解释社会主义，指出“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可以代表社会主义的精髓，并明言“社会主义，只

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⑭。1917 年，毛

泽东同志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⑮。刘仁静指

出，各派的社会主义，在将来的理想社会都与“财

富共有，是人人劳动的社会”⑯ 方面保持一致。中

华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嫁接”，使

“大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

义的一个典型“形象”。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大同”

观念的升华

如果说“大同”观念是五四时期诸多思潮都曾

利用的“外壳”，那么，随着支撑“外壳”的理论

内容在思潮批判、特别是实践斗争的开展过程中得

到革新与澄清，“外壳”本身的性质也得到更新。

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同”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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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宣传和阐释中经常出现，其理

论内核是科学的，具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相区别

的意义。

首先，对“大同”理想的乌托邦色彩进行祛

魅，给出革命实践和经济变革的理论阐释。瞿秋白

为《新青年》撰写“新宣言”时指出，杂志要继续

颠覆一切旧思想的革命事业，但并不停留于此，而

是要引导帮助实际运动，进而“解放中国，解放全

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

的目的：共产大同”(1)。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

社会主义既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

不是“彼此通财”般的普通习惯，而是在经济上以

革命手段更替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一切生产机关及

交换工具都归公有 (2)。陈独秀在批驳无政府主义者

时指出：“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

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为了免除民

族间的冲突，必须先革除造成矛盾冲突的各项事实

障碍 (3)。

其次，沿用“大同”的理想表达，但在途径上

强调现实的阶级斗争。李大钊指出，现今世界进化

的轨道，都是沿着世界大同的通衢在走，是“人类

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④。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要

完全打破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一切特权阶级，使全

体人民做有益社会和国家的工作 ⑤。1922 年，刘仁

静在《我们纪念马克思的意义》一文中指出，马

克思主义较其他社会主义而言，“不可忘记”的显

著区别在于突出“社会主义是由劳动阶级实现的”，

方法是“组织劳动者，教育劳动者，引导劳动者向

政治的斗争”，如此才逐渐褪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痕迹 ⑥。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消灭阶级

是“世界大同”的必然要求，如果不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就不能使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同为一个权

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则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

阶级，世界大同永远不能实现 ⑦。

最后，不再把“大同”单纯视为道德境界的

提高和人格品行的升华，重视道德与文化讨论的

同时，取法于“物质开新”，具备社会存在决定社

(1)(9)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77-280页。

(2)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21年12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87页。

(3)  《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④⑤(8)  《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7、609、151页。

⑥  《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9-1160页。

⑦  《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⑩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页。

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1919 年，李大钊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提倡“适应人类

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的新道德，即“大

同的道德”，新道德随着生活状态和社会要求发生，

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 (8)。1923 年，瞿秋白在《现代

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将精神文明得到真

正改善的境界称之为“大同”，强调单纯的“精神

文明派的意志”或“科学的技术文明”都无法达成

目标，应采取“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彻底

改变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 (9)。农工阶级如果

连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能争取，还要利用“民族文

化”“孔孙道统”使人类进入“大同”，“这才真是

空想”⑩。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大同”观念在理解、诠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

发挥了显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与其他理论一样

将“大同”为自身所用，但因理论本质差异而产生

不同结果。

二、“大同”观念再出场：植根本土化
需求与非科学思潮的局限性

五四时期的众多社会思潮是外来学说移植到本

土的结果，先后经历了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传

播和演化的过程。“思想的闪电”一旦“击中这块

朴素的人民园地”，思想本身的内容或形态会伴随

社会思潮的生成演化过程日益本土化，进而刺激和

促进其与本土传统文化的结合、涵化。传统观念再

度出场蕴含满足本土化需求的正当性，不同学说在

文化争鸣时代集中体现为满足本土化需求的共性与

差异。以“大同”观念的再出场为例，分析“大

同”观念为不同学说阐述的文化现象，能够理解思

想理论必须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的内在原因，深化研

究思想理论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律，借鉴西

方非科学思潮对待传统观念方面的错误，有助于理

解为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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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重大课题：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

现代性的矛盾

社会现实状况决定思想理论的发展变化，是分

析社会思潮生成演化的逻辑起点。变革时代的理论

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

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

候，才能理解”(1)。当一个国家的思潮出现风格迥异

的理论内容或表现形态时，首先要分析社会发展

课题与利益诉求的变化。17 世纪，耶稣会传教士

推动的“西学东渐”并未对我国本土文化带来实质

威胁，原因在于现实社会并未出现任何“使中国文

人不能够捍卫其理想或失去捍卫理想的热情的变

化”(2)。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质变。商品

经济打开国门，资本买办阶级已成气候，中国“一

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东西……不但食物方面如此，

就是衣着、建筑、思想、风俗习惯等也是如此”(3)，

“呢帽和草帽已经取代旧式的帽子和头巾；昔日电

影中所看到的辫子已失去了踪迹”④。现实议题发生

转化，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要在接纳现代性和反思西

方现代性之间找到弥合，相关社会思潮的新表现形

式和传播随之兴起活跃。

一方面，五四时期通过“大同”观念表达的

“东方文化优越论”与之前的文化复古派存在显著

区别。前者看似是出于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辩护，实

际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反思与抨击，唤醒

了本土长期存在却被压抑的价值诉求，强调用中华

文明解救西方文明并作出突出贡献。从试窥西方式

现代化的超越性视野这一角度看，马克思强调“使

人死而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

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

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

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

灵重行游荡起来”，具有一定的革命精神，并未脱

离变革的时代，但其未意识到除现代灾难外，阻碍

民族发展的还有古老而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2) [美] 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第40页。

(3)④ 蒋梦麟：《西潮》，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249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6页。

⑥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1页。 
⑦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8页。 
(8)  《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社会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同

样注意到资本主义矛盾的西方理论中找寻方案，其

中，“大同”观念虽然重拾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但

却不加改造地暗合部分学说空想和纯道德实践的基

底。这些西方学说未彻底反映社会内在矛盾的诉

求，带有不可弥合的理论错误和认知偏差。例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层面系统批判无政府主

义，深刻指出其传入中国后发展到五四时期，明显

与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和呼唤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氛

围背道而驰，实践方案触碰到现实后很快波平浪

静，难以在中国取得独创性成就。

（二）社会心理转变：功利激进心态与文化自

卑催生民族形象的确证诉求交织

社会心理是物质生产生活与意识形态的中介。

社会利益冲突或重大舆论事件会在感性层面积聚群

体心理和情绪要素，社会心理会直接制约人们的价

值判断和思维方式，刺激原有理论发生变化，或

生成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

共同的根源，即一时代的心理。”⑤ 除理性思考成分

外，文化交往和冲突产生的认知、情感及意志是影

响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生成演进的重要因素。一是中

国人在彷徨错愕中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原以为“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

处于未成年地位”⑥。救亡图存的努力始终未能克服

严重缺乏现代化整体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每次昂扬

的民族情绪又屡受重挫，“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

渐渐有点废然思返……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⑦，

急切与忧思交集。二是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

推翻儒教“封锁神州”(8) 的意识形态霸权，破除了

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心理闸门。三是寻求富强的诉

求和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催生文化自卑心理。即使

“西化”的中国人也不会彻底丧失民族特点的意识

与心理，文化摩擦深层次刺激了通过中西文化相通

确证民族形象的心理诉求。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西方盛传的东方文化崇拜，“重新引动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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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傲慢心”(1)。

由于中国本土社会未曾自然孕育出现代性因

素，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在中国显得格外激烈。中

国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受到震

荡和怀疑。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革新与激进处

于找不到本土历史成就作为权威援引的境地，仿

佛一切都要建立在西方学说之上，不仅构成文化

心理矛盾的历史基础，而且要附会传统观念缓解

民族身份的模糊感。知识分子借用亡灵的“名字、

战斗口号和衣服”(2)，作为理解条件的“前见”诠释

理论基本观念和价值主张，以弥补理论本土影响

力的不足。西方各类学说思想在满足现代化情结

的意义上被关注，又因唤醒“大同”这一久存于

民众心中且被长期压抑的渴望，攀附于民族感情

的围墙之上，容易为知识分子择取。这一时期的

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选择缺乏辩证理性反

思，只是通过文化加工激起情感认同，将西方学

说套上“大同”的帽子。

思想理论本土化的过程，需满足特殊社会环境

的情感需求，要有适宜生长的情感依托。但理论与

文化心理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不仅在文化接触

环节有亲和的选择，而且在文化涵化过程中需持续

满足社会心理的需要，同时，进一步影响和指导社

会心理的发展。例如，合作主义抨击资本家并同情

广大劳动者，采取“大同”愿景呼应群众玄想，原

本形象新奇、振奋人心，满足了部分社会心理需

要。但合作主义出于小资产阶级立场，只通过极少

数人进行经济试验，缺少对社会心理规范和引导的

社会实践，未注意到五四时期社会涌动的爱国心理

和彻底打倒强权、呼唤公理的社会心理，其与呼吁

变革现实的接触让人们感觉仿佛是隔世之音，纷纷

产生厌弃心理。追根溯源，合作主义的理论在实践

层面存在局限性，缺乏应对和引导社会心理的能

力，必然为社会抛弃。

（三）观念动员：推介学说核心价值观念的隐

喻思维

思想理论的生命力直观表现在社会大众对其认

同和接纳的深度以及在社会中传播的广度。为争取

成为引领时代的核心思想，思想理论要围绕重大议

题坚定明朗地向社会大众宣示自己支持什么、反对

(1)  《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3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3)④ [美]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什么，昭示共同实现什么、克服什么以及实现这一

远大理想的途径，即学说的价值观。就这一意义而

言，价值观念动员的实现（并不局限于价值观念层

面）依赖知识分子能够唤醒或树立社会大众、阶级

群体内心深处尚未自觉或已然自觉的价值追求。最

直接的方式是由知识分子将思想或学说的核心价值

观用最精炼的话语进行总结并向大众宣示。这种价

值追求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越相通，

思想学说发挥社会影响的阻力就越小。因此，在思

想理论本土化生成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文化现象：

人们倾向于用头脑中已经熟悉、甚至根深蒂固的概

念与观念思考新鲜思想文化，即理论传播的“隐喻

思维”。

“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而且是渗透日常思

想和行动概念系统的基础，“人类思维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是隐喻性的”(3)。首先，隐喻思维“就是通过

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④。人类习惯

将概括陌生的观念与形象熟知的观念进行类比，借

助后者体验和理解前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隐

喻思维较逻辑思维更常见。新颖或复杂的学说通常

需要有意或无意地运用隐喻思维向大众公开自己的

基本观点或理想愿景。中国传统“大同”观念中的

均平、互助、无君、博爱等理想图景与无政府主

义、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存在相似之处，具有启发

性、感知性作用，容易被知识分子群体和大众理解

与掌握。其次，隐喻思维联系的两种价值观念或基

本观点对大众有共同指向。作为喻体的“熟知之

物”不能仅局限于少数人熟知，必须为群体理解和

认同，即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符合传统观念和风俗

习惯，才能使隐喻思维发挥传播思想的作用。“大

同”观念在彼时群众内心深处、尤其对于在封建科

举制度中脱胎成长的知识分子而言，是熟悉亲近的

观念，能够将更多知识分子和民众吸引到问题域中

进行讨论或实践。再次，观念与思想体系都基于经

验生活和社会关系。当试图用旧观念解释新的思想

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时，由于前者所属的思想体系

与后者基于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隐喻思维必须建

立在解构观念系统基础之上才能实现。旧观念一旦

移植到新的思想体系中，就会被打上后者代表的阶

级关系的烙印。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拥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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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体系，利用“大同”观念并非试图消解自身理

论形象，而是伴随旧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解体，旨在

将其中的“大同”观念作为要素分离出来，使其为

新的思想体系所用，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扩大影响或

引导社会行动的功能。

正是由于经历了解构原有观念系统的过程，且

解构通常不彻底，因此，隐喻思维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隐喻思维部分建构新的思想体系，只能用旧观

念说明新的思想观念体系的某一部分。这将新的思

想体系中的其他属性隐藏起来，可能将来自落后生

产关系的旧观念的部分方面夹杂在对新思想体系的

理解中，甚至可能颠倒隐喻思维中的“本体—喻

体”，影响人们对新思想体系的正确认识。值得注

意的是，人们有时“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

最新的东西”(1)，在古老的词句中摘取革命精神的果

实。一方面，中国近代包括五四时期存在的“执中

鉴西”“西学中源”和“附会”的思维方式，一定

程度上受到隐喻思维的局限性阻碍。例如，传统

“大同”观念产生于小农社会，重视“均分”“私

德”，社会主义重视“公有”“公德”等 (2)，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未能完全区分清楚。另一方面，五四

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等学说内在地存在空想成分，当

其实验遭遇失败时，人们联想到“大同”在历史上

的不可及，“大同”观念的利用强化了主义的乌托

邦色彩。隐喻思维是理论创新与大众化的重要工

具，要合理运用其两面性。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特质

五四时期“大同”观念再度出场的原理证明，

时代重大课题、社会心理转变与价值观念的动员要

求理论学说无论出于何种立场，都不能抛弃传统观

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众多理论中涌现出来，

并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本身具有在发展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理论特质，具有在跨时代意义上激活中华文化的

空间。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用真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2) 孙万智：《中西空想社会主义之比较》，《理论探讨》，2000年第6期。

(3)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1：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第396页。

理力量指明了实现社会理想的道路，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得到升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

展规律，基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矛盾运动规律

的分析，指明了人类社会已不可逆转地进入由人类

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现

代化时代，明确了物质发展对道德因素的决定关

系，进而消解了“大同”等传统观念中封建空想成

分的牵制，否定了文化复古倾向。马克思主义揭示

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指明了民众苦难和受

剥削压迫的本质根源，明确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

本位。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随历史发展不断

确证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在获取一般意

义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开辟了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

化道路，凸显了“大同”观念在价值追求上超越资

本的方面及传统文化中契合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

张的部分，否定了文化激进和“全盘西化”。近代

中国包括五四时期在对待西方思潮“旧瓶装新酒”

这一问题时，在方法上采取“酒—瓶”间二元对立

的机械调和，且所装的“新酒”理论上是不科学

的，因此，无法解构旧观念系统，难以根本解决现

实问题。随着中国革命实践取得胜利和中国式现代

化向前发展，大同、小康、和谐、天下为公等中国

传统观念已被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赋予全新

的理论内涵。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性的理论，用本

土化时代化的指导思想规范引导社会心理演变，促

使传统文化发挥推动和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创造

历史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继承传统，即在实践中继

承。但继承传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权

威和价值支柱。权威是依赖理性本身的行动，进而

对社会大众形成判断的优先性 (3)。思想理论如果始

终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趋势，能够经受实践理性的考

察，就能成为大众进行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时“合

理的前有”。这种“前有”使大众获得理解社会现

状的前提，给予社会心理演进之牵引，反之则影响

社会实践。真理与权威在实践上达到统一。五四时

期，传统的权威因被现实反复证伪了合理性而不再

被承认。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政党领导塑造了本

土的无产阶级价值支柱和政党权威，事实和实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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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供的新经验与方法印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案

科学可行，规范和引导革命激进的社会心理进入正

确轨道。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动态地对待马克思主

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时代发展需要不断调

整。相应的传统观念发挥了实践的引导与推动作

用。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推翻“三座大

山”，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侧重

运用“大同”观念突出阶级斗争和昭示远大理想，

顺应社会心理潮流，服务现实斗争需要。又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用中国梦、胸怀天下

等具有中华文化标识性的概念确立发展目标或理念

原则，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并不断强

化文化自信自强的心理趋势，便于转化为人民群众

的精神力量。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人民性上超越了其他学

说，用人民大众熟知可感的话语发挥批判力量，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先进阶级语境中为群众掌握。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从不自满于少数人的

“孤芳自赏”，反对晦涩难解、浮于天国的抽象思

辨，始终植根人民，强调理论要为群众掌握，实现

群众由自在到自为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既在学理

性上作出开创性贡献，又在学术著作用于直接宣传

方面为后人树立典范，《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等经典著作兼顾学理性与通俗

性，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并产生巨大现实影响。中国

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充满生动的中国语言表达

与鲜明的中国特色，诸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等中

国哲学话语与以人为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本土化表达形

式，准确反映原理内涵，兼具通俗性，容易为大众

理解、认同和运用，有些甚至迅速成为“热词金

句”。同时，隐喻思维对应的领域不是抽象的定则，

始终受经济关系与社会现实决定。虽然经济在此过

程中不重新创造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

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1)。因此，隐喻

思维具有阶级性，扎根于其所反射和回声的现实生

活全过程，受阶级利益、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直

接决定和引导。这是隐喻思维和影响人们判断事物

的“前见”的根本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无

产阶级这一最先进阶级的科学理论，反映了发展社

会生产力的基本要求，代表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的基本发展方向，以全人类自由解放为价值归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3页。

在这一意义上，中华传统文化要想从封建文化和西

方殖民文化的牵制与侵蚀中甄别换代出“优秀”成

分，必须融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中华文化

实现现代衍化的根本方面不是传统文化本身，而在

于具有鲜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价值导向的马克思

主义指引中华文化发展的性质与方向。五四时期的

“大同”观念由诸类思想择取而“复活”，但唯有马

克思主义逐渐被赋予现代价值。

第四，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发展性和开放性的理

论，随着研究对象和视野的不断转换，将不同民

族文化成果的“合理内核”批判地吸纳进思想体系

中。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在其诞生、成熟与继

续发展的过程中，一般性规律和世界性设问的解答

都要透视现实社会运动，反思具体的社会形式。随

着研究对象在国家和民族间的变换，马克思主义理

论被打上不同民族的烙印。例如，在德国寻求追赶

英法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从唯一达到当代现实水

平的德国哲学中谋求“人的高度”的革命的实现

点，把英法的舶来品与本土哲学相结合，把理论提

升到世界意义和人的解放的高度。当马克思恩格斯

通过“人体解剖”的具体分析创立世界历史理论

后，理论的发展并未随之终止。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历程体现了其“从后思索”不同社会形态的巨大理

论空间，展现了其扎根不同民族国家并结合民族文

化特点的可能。马克思主义通过解答具有代表性的

民族问题，体现了理论的发展性；通过不断吸纳各

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体现了理论的开放性。后者

要以前者的实现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其能解决中国的具体

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超越了其他思想

运用“大同”等传统观念的局限。“两个结合”内

在紧密相连、不可割裂，“第二个结合”是“第一

个结合”的具体化和题中应有之义，两者共同诠释

了“马克思主义行”。

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第二个结合”
的科学方法论

五四时期，现实课题、社会心理和话语体系等

均要求思想理论必须与传统观念发生作用，“大同”

观念由此被部分理论“复活”。新时代新征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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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面以截然不同的背景和内容要求理论创新必

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文化主体性。“第

二个结合”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基本途径之一，要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就要

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其

中蕴含的科学方法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共产党

能够坚持和发展“第二个结合”的根由，是让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的重要法宝。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和系统观念，在人民性基

础上发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多原创性

的理论探索和创新。新时代新征程，隐喻思维的运

用已不再局限于大众化意义，即借用“大同”等群

众熟悉的观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向人民大众普

及（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任务之一），绝不是将“大同”等传统观念与外

来文化牵强附会以印证传统观念“超历史”的先进

性，而是进行理论创新与创造，是深入阐释中国式

现代化理论的根本需要。“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

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体

现了长期积累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

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些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在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到“投射”，反映在与时

俱进的理论成果之中，是理论创新与创造的文化沃

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通过影响群众实践而被

中国共产党人融会于最新理论成果中。在这一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一

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

社会观、道德观是一种系统观下的有机分解，是具

有历史性的说明，应置于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与利

用，决不能牵强比附；另一方面，当传统观念“置

位”于当代，可能会将传统文化中来自小农社会的

残余糟粕夹带其中，抑制思想理论中的某些关键属

性，直接干扰甚至歪曲对思想的理解或创新。因

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42页。

(3) 黄建军、王若齐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与原创性贡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2
年6月3日。

高度契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加以辨

明和析出，理论创新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即阐明了

共同富裕与传统“大同”观念“均平富”的区别。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汲取中华文

化中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课题和人类面临难题的

重要智慧。现代化在推动人类文明在物质和精神方

面取得极大进步的同时，面临许多突出难题。中国

式现代化对“现代化 = 西方化”迷思的突破与超

越，是对西方式现代化因其资本逻辑衍生问题的

突破与超越，进而展现出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3)。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曾朦胧地认识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德行修养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超越西

方之处，形成了对“西化”的初步反思，有意识地

在西方式现代化大环境中寻求本民族的特殊性，这

是“大同”观念频繁出场的原因之一。但原封不动

地照搬照用无法解决任何现代问题，只有马克思主

义提供了基于批判资本逻辑的现代化进路，具有容

纳各民族特殊文化传统的开放性空间。马克思主义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随着时代发展需要不

断调整“结合点”，才能富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④。

“结合”之所以能“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前提条件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指导，是“‘结合’打

开了创新空间”重要论断的内在之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了基于中国主

体的设问，科学性落脚于回答中国实际问题，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同时，伴随“两个大局”

交织愈发深入，中国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和

时代之问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

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议题进行深刻省思。理论的民族

性与世界性同向共进，马克思主义将具备更加全面

自信地展现世界意义和人类关怀的历史契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将随之具备发挥当代价值的历史契

机。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局部冲突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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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针对一系列人

类共同挑战，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外交场合提到“大

同”观念，彰显了中国给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的厚重文化根基。中华文化中蕴含“解决当代人类

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治国理政的有益启示、

道德建设的有益启发以及“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

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2)，同时，传统观念不是

僵死的，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实践发展动态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正是在这一物质条件下具备了再复兴的可能

与空间。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在生

产生活中发展，随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不断运动。

第三，坚持自信自立和胸怀天下，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确证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

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从近代一

度代表落后和封建的形象转变为民族的血脉、基因

与“根脉”，体现了对民族身份与形象的确证。新

时代新征程，中华文化对民族身份的确证与认同不

再是五四时期情绪化的应激，而是立足理论自信自

立的面貌和坚持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出场。党的百余

年奋斗成就是历史自信的证成，历史自信离不开理

论对历史的把握与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

好。”(3) 中华文化已经成为明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

独特标识”④，是文化自信、文明自觉，更是历史主

动、精神主动的体现。抛弃传统文化就等于否定自

己的历史和道路，民族复兴将失去基本与支持。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互统

一。因此，“第二个结合”既肯定传统文化的优秀

成分，又从中汲取智慧和精华，在“中国人民的前

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

加坚定”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发挥基础作用。“第二

个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获得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觉

(1)(2)④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12页。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

⑤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⑥ 辛向阳：《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http://marxism.byau.edu.cn/2023/0630/c2304a107673/page.htm。

的理论成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用“为世界谋大同”彰显大党形象，昭示了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的党”⑤，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的鲜明品格。

“大同”的世界情怀再次出现，并以科学研判“两

个大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述全

人类共同价值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中国方案为

支撑，获得了五四时期空谈“东方文化优越论”无

法拥有的理论底气与现实基础。随着中华民族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式现代化要承担更多世界

责任，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作出重要贡献，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伴随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发挥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并上升到全新高度。

五、结  语

五四时期，众多外来学说利用“大同”观念

表达理论愿景的个案证明：传入中国的思想理论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作用，是为满足现实课题、

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动员提出的本土化需要，理

论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沃土与根脉。同时，在

不同理论体系中，“大同”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内

涵意蕴和发展结局，证明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对中

华文化的根本决定性。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活了中华文明内

在活力 ⑥。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文化层面的

理论本土化需要，进而为历史和人民选择，始终

保持蓬勃生机。“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取得理论

创新的重大成就，一方面，两者具有“高度契合

性”，能够找到彼此融会贯通的基本元素；另一方

面，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真理，其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不断继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论，进而始终回应现实课题、

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动员提出的文化诉求。这

是“第二个结合”上升为“规律性认识”的重要

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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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From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Harmony” During the 
May-fourth Movement

YANG Zeng-dong  FAN Jia-xia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 prerequisit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ies in 
the Marxist work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any Western doctrin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concept of “Great Harmony”， to express the spirit and values of the revolutionaries. 
Faced with the practical issue of accepting modernity and reflecting on Western modernity， intellectuals experienced a psychological 
transition where the utilitarian radical mentality intersects with the demand for confirmation of national image caused by cultural 
inferiority. Influenced by the metaphorical thinking of promoting core values， they adopted the “Great Harmony” approach in 
an attempt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at that time. However， because the ideology chosen was non-scientific and did not have the 
theoretical space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failed to drive traditional concepts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the times， but instead 
fell into a regression or utopian trap. Marxism is a scientific truth， particularly when it is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It comprehensively transforms and sublimates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allow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lay the role of inspiring people to practice， enabling the people to understand， identify with， and apply guiding ideology through 
traditional concepts in the advanced level context， thereby 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and responding to the changes in practical issues 
and social psychology， scientifically utilizing metaphorical thinking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ory. Therefore， adherence 
to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o achieve another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and open up room for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e “Two Combinations”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and will conduct more original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answer major contemporary 
issues， further confir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arty image， assume world responsibility， and gather more active spiritual 
forces.

Key words: the Sinic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Second Combination ； View on Marxism ；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Metaphor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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